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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政新篇》新解读

刘 晨

内容提要 洪仁玕呈献《资政新篇》乃是为洪秀全提供治国方略，全篇构划了一幅具有太
平天国特色的英美式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治理蓝图。在确立独尊上帝以振兴“天国”这个
根本旨趣上，《资政新篇》和《天朝田亩制度》并不相悖，这是洪秀全允准刊布《资政新篇》
的根源所在。《天朝田亩制度》自始至终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纲领，《资政新篇》虽是洪
仁玕以“天国”首辅名义、以“諠谕”形式发布的一份重要文件，但尚不能把它视为太平天
国后期事实上的纲领。因《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面相在
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太平天国 洪仁玕 洪秀全 《资政新篇》 上帝教
作者 刘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盛赞洪秀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人物。美国学者马森( M. G.
Mason) 认为洪秀全等人是近代中国的改革者，“掀起了通过介绍西方思想与改革来‘拯救’中国的
第一次运动”。① 但严格来讲，太平天国时代向西方学习的代表性人物是洪秀全的同高祖族弟洪仁
玕。1859 年 5 月，洪仁玕封王伊始，即将流亡期间开眼看世界的所见所思所感总结成稿，命名《资
政新篇》，呈献洪秀全，条陈治国方略。② 这是一篇站在时代最前沿的文献，虽然洪仁玕的实际作为
远不及同时代及稍晚的洋务派，但其思想要比洋务派先进得多。③ 洪仁玕也因这样一篇只有 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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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代群体性事件与官方治理研究”( 20CZS038) 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
的宝贵意见。

M. G. 马森著，杨德山译:《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 1840—1876》，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02 页。
洪仁玕 1859 年 4 月 22 日行抵天京，5 月 11 日被洪秀全封为军师、干王，总摄百揆。据其回忆受封伊始的情形:“予恐军

心散乱，具本屡辞，蒙诏:风浪暂腾久自息。予作有履历及天文理势、《资政新篇》，各皆心服。毕竟武官众口沸腾，予见众将中惟陈
玉成忠勇超群，乃保奏王爵，旨准封为英王。”《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 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02 页。罗尔纲考证陈玉成封王在天历己未九年四月，故《资政新篇》作于此前不久，即
洪仁玕封王之初。尽管《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到天京后拟议成文的方案，但他在香港、上海等地流亡时应该就有了比较成熟的思
考，并且准备了一些文字素材。

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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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字的文献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后世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持严厉批判态度
的人，对洪仁玕的评价却以正面居多，争议相对较小，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明
确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时代主旨。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研究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热点①，既往研究多关注《资政新篇》与太平
天国政权性质等问题。而洪仁玕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他有关世界知识的来源在哪里? 出身农民小
知识分子的洪秀全何以会赞赏并刊布这份被后世认为代表近代文明的方案? 太平天国群臣如何看
待《资政新篇》? 对于这些重要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回归文本本身的辨析，或能就先前
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做出新的回应，并重新评价《资政新篇》以及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就较早把
“近代化”改革方案公之于世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一、洪仁玕新思想的知识来源

洪仁玕早年与洪秀全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自幼服膺儒学，热衷科考功名，但屡试不中，只
好一面训蒙，一面应试。在洪秀全的影响下，洪仁玕最早皈依上帝，又随洪秀全至广州罗孝全( I.
J. Ｒoberts) 的教堂问道，对洪秀全几乎亦步亦趋。洪仁玕因迫于家庭压力，中途返回官禄 继续教
书备考，没有随洪秀全离乡传道。金田起义后，清政府大肆搜捕洪氏宗族，洪仁玕这才不再犹豫，赴
广西追赶太平军，却为时已晚，只得四处藏匿，开始了长达 8 年的流亡生活。② 在此期间，洪仁玕在
新安布吉由传教士韩山文( Theodore Hamberg) 施洗，加入巴色会，又以巴色会派遣的形式在伦敦会
供职，接受了系统正规的基督教训练，成为一名比较纯正的基督徒。③ 除了曾在上海、广州这两处
商埠游历外，洪仁玕在香港生活近 5 年，服务于教会，与传教士朝夕聚晤。他在《资政新篇》中列举
了与之“相善”的 23 个洋人，其中除英国驻华外交官“米士”( 密迪乐，T. T. Meadows) 和“威大人”
( 威妥玛，T. F. Wade) 外，其余 21 人都是传教士，以英、美籍为主。④ 被伦敦会香港分会接纳后，洪
仁玕起初任湛约翰( John Chalmers) 的中文教师，后被任命为该会布道师，同时担任理雅各( James
Legge) 译注中国典籍的助理，开始广泛参与伦敦会的各种活动。洪仁玕在香港还结识了不少华人
精英，包括近代中文报业的创始人之一黄胜、中国第一位留洋学医的毕业生黄宽、中国首位留美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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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礼与其导师梅谷合编的《太平天国:历史与文献》［Franz Michael and Chung-li Chang ( eds. ) ，The Taiping Ｒ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1) ，Vol. Ⅲ，pp. 748 － 776］对《资政新篇》进行了英译和评介，开系
统论述《资政新篇》之先河。夏春涛《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3—248 页) 利用当时公布
的洪仁玕供词等新资料，对其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后在《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6 年版，第296—311 页) 一书中，借助《资政新篇》进一步反思了太平天国的宗教性面相。崔之清等《洪秀全评传》附《洪
仁玕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5—489 页) 对洪仁玕的思想结构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近年也有学者关注洪仁玕、
《资政新篇》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关系，如周伟驰《太平天国与启示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8—353 页) 、仓田明
子《十九世纪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洪仁玕眼中的“洋”场》( 凤凰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49—184 页) 等。

参见 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 Hongkong: Printed at the
China Mail Office，1854; Ｒeprinted by 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1935) ，pp. 60 － 62。在《洪秀全之异梦》一书正式发行前不久，韩
山文向巴色会提交了与该书内容大致相同的报告，参见《韩山文的半年度报告》( 1853 年 7 月—1854 年 1 月) ，巴塞尔巴色会档案
馆藏，巴色会档案，A －1. 2( 1853) ，47。

1857 年伦敦会向巴色会提交了聘任洪仁玕的信函，参见《湛约翰致黎力基》( 1857 年 1 月 24 日) ，巴塞尔巴色会档案馆
藏，巴色会档案，A －1. 4( 1858) ，1b。

另有一位德国传教士“忘其名”，与洪仁玕相交颇密的麦都思( W. H. Medhurst) 和夏士毕( Henry J. Hirschberg) 也未列入
名单。传教士姓名考释，参见 Franz Michael and Chung-li Chang( eds. ) ，The Taiping Ｒebellion，Vol. Ⅲ，pp. 759 －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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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容闳、华人牧师何进善等。① 他还曾到监狱、医院布道，在英华书院教孩子学中国文史。② 全
新的生活圈，使曾作为小知识分子的洪仁玕眼界大开。

洪仁玕所交往的传教士和香港华人精英，是晚清输入西学、传播新学的主体，他们传播的思想
和知识包括基督教、西方文化和时兴的科学技术等内容，是洪仁玕了解和接受西学的一个重要渠
道。洪仁玕自述，在上海“在夷馆学习天文历数”，在香港“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
皆通晓”。③ 当时伦敦会在香港的英华书院和在上海的墨海书馆积极开展出版事业，出版有大量基
督教布道书籍、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医学等知识的中文报刊书籍等。洪仁玕与藏书颇多又勤于著
述的理雅各交好，两人建立起了一种亲密无间的私人友谊。理雅各说他拥有除洪仁玕之外，对其他
人不可能有的好感和尊敬之情④，洪仁玕很可能对理雅各及其他传教士或伦敦会所藏书刊有所阅
览。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关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介绍、各项制度和政策的建议，大多在《遐迩贯
珍》《六合丛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传教士著述中依稀可见。⑤ 洪仁玕还亲眼目睹了香港的发
展变化，耳濡目染了英国殖民者在香港移植的近代文明。对洪仁玕来说，香港社会就是近代世界文
明的一个缩影。

可以说，在传教士身边作为基督教徒的经历，以及在当时中国接触西方信息最便利的香港和上
海的学习、见闻，是洪仁玕获取新知识的主要信息源。通过栖身教会，洪仁玕涉猎了基督教以外的
其他西学领域，由一名传统小知识分子转型为讲求实务、热衷西学的早期新型知识分子。洪仁玕甫
至南京，迅即呈献《资政新篇》，自称“恭录己所窥见之治法，为前古罕有者”。⑥ “前古罕有者”正是
该篇命名为“新”的寓意所在。倘若没有这段开眼看世界的流亡经历，洪仁玕绝对无法倡议《资政
新篇》。

洪仁玕跋涉千里，蹉跎多日，历尽艰辛始抵天京。洪氏兄弟阔别重逢，洪秀全大喜过望，认定洪
仁玕“志同南王，历久弥坚，确乎爷爷生定家军师，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⑦ 早在流亡时期，洪仁
玕就抱定潜心学习以待日后辅佐天王的决心。后来他坦言栖身香港“本为避祸隐身，并用意在夷
人风土，并不为名利计”，“我想学了本事将来辅佐他，就回广东到香港洋人馆内教书”。⑧ 在《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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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夏洪仁玕托艾约瑟给黄胜寄信，参见《干王洪仁玕致英国教士艾约瑟书》( 天历庚申十年六月十一日) ，太平天国
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13 页。黄宽与洪仁玕的交往，见《黄宽的信》( 1857 年 5 月 8 日) ，伦
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世界传道会伦敦会档案·华南，6 － 1 － A。容闳与洪仁玕的交往，参见 Yung Wing，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 New York: Henry Holy and Company，1909) ，p. 108。何进善与洪仁玕的交往，参见《理雅各湛约翰致蒂德曼》
( 1857 年 1 月 14 日) ，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世界传道会伦敦会档案·华南，6 － 1 － A。

Carl T. Smith，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Middlemen，and the Church in Hongkong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
p. 82.

《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二) ，第 406、413、416 页。
《理雅各湛约翰致蒂德曼》( 1860年 1月 28日)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世界传道会伦敦会档案·华南，6 －2 － C。
比如《遐迩贯珍》1853 年第 1 号( 创刊号) “序言”介绍了新闻业，1854 年第 1 号《补灾救患普行良法》介绍了保险制度，

1855 年第 1 号《近日杂报》介绍了邮政事业。洪仁玕极为羡慕的“中宝”轮船和火车，在 1853 年第 2 号以《火船机制述略》专题介
绍轮船功能和蒸汽机原理。《六合丛谈》第 1 卷第 6 号( 1857 年) 刊登了韦廉臣执笔的《格物穷理论》，介绍了火车、邮亭、报纸和奖
励发明，提出国家强盛的根本是探究“格物穷理”即科学技术。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第 17 卷《国政五刑法监狱之制》介绍
了美国刑法的缢刑、收监、罚银等。这些当时的华文报纸、书籍介绍的内容，与《资政新篇》中建言的许多内容相近。参见《遐迩贯
珍》，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79—580、673—674、702—703、715 页; 《六合丛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04—606
页;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第 92 号，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0 页。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第 16 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 年影印本，第 22 页。
《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60 页。
《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二) ，第 413、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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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篇》开篇諠谕中，洪仁玕说:“照得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本军师恭膺圣命，总理朝纲，
爰综致治大略，编成资政新篇一则，恭献圣鉴。”① 可见撰此“大略”乃为“资政”，初衷即为洪秀全
提供治国方略。

洪仁玕撰写《资政新篇》还有更深层次的意蕴。《资政新篇》“法法类”首先阐述立法的指导思
想，即从世界发展大势和各国概况说明基督教的历史作用。洪仁玕指出英吉利为“最强之邦”“由
法善也”，花旗邦“礼义富足，以其为最”，两国“皆以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立教，而花旗之信行较实，
英邦之智强颇著”;日耳曼邦“信奉天父上帝、耶稣基督尤慎”;瑞邦( 瑞典) 、丁邦( 丹麦) 、罗邦( 挪
威) “纯守耶稣基督之教”;佛兰西邦“亦是信上帝、耶稣基督之邦”。他还列举俄国彼得一世改革的
例子，说明学习外国邦法、技艺使国家走上振兴之路的道理:“俄罗斯邦，其地最广”，“百余年前亦
未信天兄，屡为英、佛、瑞、罗、日耳曼等国所迫，故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
艺”，“及归邦之日，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暹罗邦“与英邦通商”，
“今亦变为富智之邦”。日本邦“与花旗邦通商”，“将来亦必出于巧焉”。接着，洪仁玕列举了反面
例子，土耳其邦“不知变通，故邦势不振”，波斯邦“亦信妖佛焉。今虽名为波斯人，其地实归于别
邦”，马来邦、秘鲁邦、澳大利邦、新嘉波、天竺邦等“皆信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而谈
到中国时，洪仁玕慨叹:“前之中国不如是焉，毫无设法修葺补理，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
矣”，“不过中国从前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良可慨已”，告诫国人中国并非“东洋之冠”，并
语重心长地警告:“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
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②后期太平天国党争内讧严重，这里的“鹬蚌相持，渔人得
利”或是隐射当时人心冷淡，地方将领各自为政的涣散政局。③

洪仁玕流亡期间开眼看世界的媒介是基督教，而基督教几乎无一例外地为西方国家所信奉。
所以他认为各国兴衰与是否信奉( 包括是否纯正信奉) 基督教有着直接关联，提出学习并效法英美
等先进的基督教国家。洪仁玕呼吁“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倡言“乘此有为之
日，奋为中地倡”，渴望中国也能走上富强之路，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与番人并雄”。④ 在字里行间
都渗透着洪仁玕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说明他在近代中国衰败沉沦的屈辱记忆中萌生了朦
胧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爱国”意识。这里他要效忠的“国”已不仅仅是指太平天国，而是整个“中
国”“中邦”。

这种“爱国”意识的启蒙最早正源于洪仁玕在香港寄人篱下期间所受到的种种刺激，第二次鸦
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凌辱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意识。1857 年 12 月，英法联军侵占广州，理雅各携洪仁
玕到广州开设医院和礼拜堂。对于英军的侵略，理雅各兴奋地称，“这是中国往日的悲哀，她无法
抵御这些庞然大物”，“带着满足感四处奔走”，“有时我想象大英帝国站在山顶，自豪地鸟瞰这座由
她的子孙建立起来的奢华城市”，并赞美指挥占领广州的额尔金( James B. Elgin) 是“伟大杰出的人
物”。⑤ 传教士以英军的侵略为荣，这些言行为洪仁玕亲眼所见。尽管理雅各、湛约翰自称对洪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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玕十分尊重，理雅各甚至说洪仁玕是他唯一可以在散步时互相用手臂搂着对方脖子的中国人。①

但在洪仁玕面前，传教士们不时流露出的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心态，深深地伤害了洪仁玕的自尊心，
加之洪仁玕亲眼目睹了列强在华的侵略行径和广州人民强烈的排外运动，这势必进一步刺激他的
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所以洪仁玕对英国人并不抱好感。他说英国人是“骄傲成性”，在自述中称
“有两个夷长理雅各、詹马士二人在那里，名为叫人学好，其实为他国中办事”②，可谓一语中的。

理雅各和湛约翰对洪仁玕去南京的动机均有观察。理雅各认为，在香港期间洪仁玕内心对叛
乱者的感情一直没有觉醒。这份感情可能饱含爱国心，甚至比爱国心更高级，当 1856 年英国和中
国进入战争状态时这种感情再次觉醒了，额尔金指挥占领广州的军事行动使这种感情更为炽烈。③

洪仁玕不止一次委托理雅各向额尔金转交请愿书，希望通过热心的请求使英国政府接受他的意见，
不过理雅各并未帮忙。关于洪仁玕在信中表达的意见，湛约翰在报告中说洪仁玕想尽快说服南京
的领袖和外国人合作。他还一再向湛约翰表示前往南京修正太平天国宗教错误的强烈愿望。湛约
翰认为，去南京向朋友们传播自己获得的先进知识是洪仁玕多年的愿望，只要他到达太平天国领袖
身边，就能从基督教和外国人的立场出发，纠正他们的许多谬误。向太平天国传播他多年来掌握的
“先进知识”确是洪仁玕的夙愿。从他到达太平天国后所实行的改革看，纠正太平天国宗教谬误乃
是其既有想法，实现太平天国和英美列强的友好往来也表现为他的外交新思维。但这种强烈表白
背后，其实是希望港英当局和传教士能够“放行”。在这之前，列强相继派公使团去南京访问，但英
国政府采取所谓的“中立”政策，在当时并不允许传教士等非正式使节单独前往南京。④ 洪仁玕的
远行确需资助，湛约翰开始坚决不同意。经过反复“表白”，湛约翰同意了洪仁玕的申请，并许诺今
后 10 个月内每月发给他的家人 7 个鹰洋，背后的经济原因显而易见。不过湛约翰还是观察到，“他
的宗教热情和爱国心联系在了一起”。⑤ 因为洪仁玕“爱国心”的觉醒，他才会在《资政新篇》中表
达出对波斯那样“其地实归于别邦，亦恬不为耻”的国家的痛心和羞耻。⑥ 这些最终促使他毅然投
奔太平天国。

二、太平天国版的英美式基督教国家治理方略

《资政新篇》分为“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洪仁玕对此分别作了阐述。
“用人察失类”置于诸策之首，因为“奉行者”的素质是立法的保障。这里主要讲“禁朋党之

弊”，防止君权下夺，所谏之策针对当时太平天国的现实政局。洪仁玕进一步指出世人失德的表
现，强调立法在于尽快实现“兵强国富、俗厚风淳”，呼吁改变“习俗迷人”的流弊，“亲见太平景象，
而成为千古英雄，复见新天、新地、新世界”。⑦

“风风类”上接“用人察失类”所讲“习俗之迷人”，进一步阐发如何改变人心风俗。他提出“厚
风俗之法”，包括民有美举，“主则亲临以隆其事，以奖其成，若无此举，则诏谕宣行”; 对于恶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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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则立牧司教导官，亲身教化之，怜悯之，义怒之，务去其心之惑，以拯其迷也”。① 洪仁玕按不同
的价值取向将世间之物划为三类:“夫所谓上宝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圣神爷之风，三位一体
为宝。一敬信间，声色不形，肃然有律，诚以此能格其邪心，宝其灵魂，化其愚蒙，宝其才德也。中宝
者，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镖( 钟表) 、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
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探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
古可行者也。”相比之下，“中地素以骄奢之习为宝，或诗画美艳，金玉精奇，非一无可取，第是宝之
下者也”。② 洪仁玕首先倡导弘扬上帝的教化功用 ( 上宝) ，其次崇尚基督教国家的西学技艺 ( 中
宝) ，也就是畅想将骄奢蒙昧的中国社会改造为以上帝信仰为核心信仰的新社会。

与佛教、儒教相比，上帝信仰有着特殊优越的风俗教化功用，“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
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于基督身上担当也。此理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
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非基督之弟徒，天父之肖子乎! 究亦非人
力所能强，必得上帝圣神感化而然也”。在洪仁玕看来，西方社会之所以开蒙蔽、广智慧、理万事，
技艺先进，在于得到了上帝信仰的感化，信回回教或佛教的国家则“多衰弱不振而名不著”。换言
之，淳厚风俗，改变当下陈旧落后的社会风习，尊崇和信仰上帝的价值观是最重要的。既然如此，太
平天国过去宣扬的上帝避讳便不合时宜，“上帝之名，永不避讳”理所当然。③ 从社会风习的角度来
探寻救世之道，洪仁玕和洪秀全表达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都找到了上帝信仰这一切入点。但洪
秀全止步于宗教，而洪仁玕以此来探寻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洪仁玕崇尚和倡言的正是以上帝
信仰为核心的价值观，这集中体现在“风风类”的论说中。那么，如何推动形成并保障上帝信仰在
移风易俗社会改造中的地位? 这就须依靠立法，从而引入“法法类”来解答具体的实现方略。
“法法类”是《资政新篇》的主体，其内容约占全文一半篇幅以上。洪仁玕的法制思想具有中西

合璧的特征，他认为立法服务于移风易俗，其目的是挽救世道人心，法治是手段，德治( 纲常伦纪，
教养大典) 才是目的，人们有法可依，才不会走上歪路邪路。欲立法，有三个先行条件或原则。第
一要“教法兼行”，将教育和立法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纯倚仗于法。教虽以西学西艺为手段，但“教
法兼行”的思想源于儒家。他在后面提到“以刑辅教”“先德后刑”，也与董仲舒的说法基本一致。④

第二要慎“用人”，必须有“奉法执法行法之人有以主之，有以认真耳”，将法与德又一次联系起来。
第三要善变通，律法“恐久而有差”，需“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但“变”不是无原则的，“更当留一
律以便随时损益小纪，彰明大纲也”，“盖法之质，在乎大纲，一定不易，法之文，在乎小纪，每多变
迁”。⑤“大纲”是宪法性法律，“小纪”是具体法例，“大纲”不可变，而“小纪”可变通。

如若上述三条以达“法善”，洪仁玕认为中国还有可能兴盛。至于具体应立何法，洪仁玕提出
了解世界各国的发展大势，“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所以应“柔远人之法”，学习西方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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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学习西方不能无原则，洪仁玕一面批评“拘拘不与人交接”是“浅量者之所为”，鼓励对外交往，
“宜先许其通商”，“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
奇，致生别事”，“不得毁谤国法”。① 这不同于以往的天朝式外交，是讲求主权和开放并重的外交
新思维。通过介绍各国情势，洪仁玕的结论是: “以上略述各邦大势，足见纲常大典，教养大法，必
先得贤人，创立大体，代有贤能继起而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必永远不替。”②

纲常、教养是德，大典、大法是法，洪仁玕又一次把德和法结合起来，呼应上文提到的“教法兼行”。
在洪仁玕看来，学习西方就是“因时制宜，度势行法”，他根据了解到的先进事物，草拟了 29 条具体
法例。

关于政府统治秩序的构划有 9 条。洪仁玕提出这些举措本意在于整饬吏治和强化中央集
权，建立一个政令通达、信息畅通、廉洁高效稳定的行政体系。其政改方案也体现了中西合璧
的思想特征。如“朝廷考察”和设新闻官，专设台谏官职司监察，延续了中国历代相承的监察制
度。新闻官虽换以新谓，且新增“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的职责，但实际职权
与性质并未超出传统台谏之官的范畴。至于新闻馆、新闻篇、邮亭、书信馆、丈量官等则是新
事物。③

洪仁玕还介绍了美国的总统选举、议会制等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并没有移
植英国本土的代议制，洪仁玕只能从传教士那里或“新闻篇”上了解到英美的一些政治制度，知之
不深。出于对天王的忠诚，他也不可能建议太平天国实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或美国的总统制。于
此本毋庸苛求。直到 1875年，郑观应才在《易言》中提出，泰西列国“其都城设有上、下议政院。……
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④ 至甲午前后，此论方在士人群
体中流行，具有代表性的是 1894 年的《新政论议》主张“行选举”“设议院”。⑤ 相较而言，洪仁玕更
加钦慕西方的物质文明。但他结合当时太平天国的政治情境，对其政治制度也作了一番设想。如
主张学习美国的“暗柜”制，使“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所谓“暗柜”，即投票箱、意见箱、检
举箱之类。⑥ 洪仁玕在全篇最后的一段话颇值得揣摩:“恳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
率六部等议定再献，不致自负其咎，皆所以重尊严之圣体也。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
聪不逮。”⑦ 其中建议集思广益，军师、掌率、六部可商讨国事呈报天王旨准，又立“无情面之谏议”
监督君权，加上他一再提到设新闻官、新闻馆体察人心公议，对政权进行新闻舆论监督，这些治理方
略虽有言犹未尽之感，但多少体现了一些朦胧的近代民主思想，甚至与英国议院制的行政模式有点
相似。

关于地方经济秩序的构划有 8 条。这些措施涉及兴办近代交通运输、银行、采矿、保险等，鼓励
科技发明和保护发明专利，立官司理工商税收，与传统中国社会“重农抑商”的政策和贬斥“奇技淫
巧”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构划了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秩序，是《资政新篇》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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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 11 月，在洪仁玕的斡旋下，杨笃信获得了《宗教自由诏》，该诏允许各派传教士入境布道，军民须予善待。原件佚
失，英文本见 Franz Michael and Chung-li Chang( eds. ) ，The Taiping Ｒebellion，Vol. Ⅲ，pp. 926 － 928。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 16 册，第 8、13 页。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 16 册，第 16 页。
郑观应:《易言·论议政》，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3 页。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3—180 页。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 16 册，第 14 页。慕维廉《地理全志》下册《亚墨利加州全志·合众部志》提到美

国的州长和总统选举:“各以所推书姓名投于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 州长) ，
依然庶民。其总统领(总统)推择之法，与推择各部首领同。”参见慕维廉《地理全志》，光绪九年( 1883)上海益智书会刻本，第 110页。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 16 册，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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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时代气息的内容。
关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划有 12 条。洪秀全提倡的社会改造，更多地侧重于破旧，即破除包括

儒释道在内的偶像崇拜，洪仁玕的目光则兼顾立新。洪仁玕所倡导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旨在弘
扬上帝教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他说兴士民公会、兴医院都是“仰体天父天兄好生圣心”“仰体天
父天兄圣心者题缘而成其举”;太平天国原来就厉行的“禁庙宇寺观”“禁演戏修斋建醮”“革阴阳
八煞之谬”等措施被洪仁玕继承，目的也是为破除偶像迷信，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 “除九流”也以
“此天父之罚始祖，使汗颜而食者”为依据。① 关于地方治理的建议，洪仁玕均认为是上帝教伦理要
义的体现，与前述兴乡官、兴乡兵、立丈量官、兴市镇公司等政府统治、经济秩序建议，共同构划了太
平天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体系。由此，确立上帝教的信仰，既有助于实现政治上的“权归于一”和“上
下情通”，也有益于为发展工商经济而提供充足的社会资源和劳力。

在“法法类”最后，洪仁玕对这一部分作了总结:“一上所议，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是尊五美、
屏四恶之法。诚能上下凛遵，则刑具可免矣。”② 也就是说，前述社会治理的立法建议，均是法治的
具体方法，目的是为了弘扬上帝教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洪仁玕认为，若如此则“刑具可免”，不用
刑而国家大治，因此法治是为德治服务。
“刑刑类”是针对“不鲜顽民”的不得不用之法。宽刑、摒除酷刑、改良死刑、以刑辅教、避免不

教而诛，以及“法法类”之“罪人不拿”( 禁止株连) 等，均是对“教法兼行”论的进一步阐述，体现了
“上帝有好生之德”的“德治”色彩。受西方法制思想影响，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将“法法类”和
“刑刑类”并列，“法法类”的 29 条法例涉及社会治理的多个领域。

从《资政新篇》的结构看，其主体部分“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分别代表了德、法、刑，洪
仁玕的论说主要围绕三者关系展开。他在全篇最后得出结论:“大率法外辅之以法而入于德，刑外
化之以德而省于刑。”大致即“以法入德”“以德省刑”，说明在三者中居核心地位的是德。于是我们
便能理解洪仁玕在开篇奏陈“奏为条陈款列，善铺国政，以新民德”这一旨趣了。③ 他细致入微地条
陈款列、善铺国政，根本目的是“以新民德”。所以他才一再强调要建设的国家是一个“俗厚风淳”
“风俗日厚”“尊五美屏四恶”的“新天新地新世界”。《资政新篇》提出的社会治理方略具有浓厚的
宗教彩色，正是基于洪仁玕扎根于基督教来尝试构划太平天国社会治理的新方略。作为虔诚的基
督徒，洪仁玕也希望在太平天国弘扬上帝的宗教伦理，于是倡议以上帝教信仰为核心的新道德治理
太平天国，这成为《资政新篇》一以贯之的主旨。

洪秀全创立了一个具有太平天国特色的“上帝之国”，洪仁玕则希望以英美式基督教国家为模
板，将太平天国改造成一个先进富强的“上帝之国”。当然效法西方并不是无区别的学习，洪仁玕
学习和接受的基督教知识属于英美新教，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必定会取法英美。但与佛兰西( 法
国) “道不同也”。④ 尽管正统基督教教义和上帝教格格不入，洪仁玕认为这无关紧要，共同的天父
天兄信仰才是关节。英美既是新教国家，师法英美，学习和引进其精神和物质文明，以实现“天国”
强盛，又何乐而不为呢? 洪仁玕设计的这个国度的未来，既能对外开放，“柔远人之法”，允许外人
通商、传教，“与番人并雄”;又能对内改革，兵强国富，风俗淳厚，拥有先进的社会治理体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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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 16 册，第 17、19 页。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 16 册，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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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所以国势渐衰，近于门户之见。二或因他不想也不敢效法法国“砍国王头式”的革命方式。故他对法国评价不高，称其“今似
半强半美之邦”，直言“与弟无相识者，因道不同也”。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 16 册，第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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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新篇》充分展现了洪仁玕向英美等“同道”之国学习、向其看齐的治国理念，构划了一幅具有
太平天国特色的英美式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治理蓝图。洪秀全实现了拜上帝思想的第一次本土化、
中国化，洪仁玕主张建立另外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在基督教神学范畴之内，又不舍弃太平天
国和上帝教的正统性，即实现拜上帝思想的第二次本土化、中国化。

虽然彼此在宗教上有分歧，《资政新篇》的构划也杂糅了某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教士们仍
然认为这是几百年来传播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他们所传播的基督教国家治理方案在
中国的一个翻版。洪仁玕曾把《资政新篇》的手抄本寄给与之相熟的传教士，湛约翰、晏玛太
( Matthew. T. Yates) 、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 等传教士均看过该书，理雅各、艾约瑟 ( Joseph
Edkins) 、杨笃信( 杨格非，Griffith John) 等传教士还迅速将其内容或全译或摘译为英文，向世界各国
展示。①

三、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高层的态度

传教士阅读的是《资政新篇》的手抄本，按他们的介绍或翻译，在刊行本《资政新篇》关于社会
治理问题的建议书之前，另有 7 篇文章: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新历序文》《用兵之道》《罪之教义》
《诱惑之道》《赞美歌》《关于上帝》《祈祷文》。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新历》不存。艾约瑟和理雅各介绍说，序文批判占卜吉凶，主张沿用西方
历法。1861 年刊行的洪仁玕所作《钦定英杰归真》，引用了《天历序》，对中国历代历法的差误、迷
信进行驳斥，但未见沿用欧洲历法的文字，或被洪秀全删除。② 根据传教士记述，序文末还列举了
“天历六节”和礼拜的九项原则。“天历六节”在 1859 年 11 月以“天王诏旨”的形式公布，具有法定
意义，无需在《天历序》中赘述，关于礼拜的内容也被删除。③ 《用兵之道》( 理雅各称为“军队四原
则”) ，即《兵要四则》，专门论兵，不涉宗教，得以保留，改附于刊行本《资政新篇》正文之后，又收录
于《干王洪宝制》。《罪之教义》《诱惑之道》《祈祷文》，均是宗教小论，对照英文版，即收录于《干王
洪宝制》中的三篇文章，其中《诱惑之道》原标题为《克敌诱惑论》。④ 这三篇文章主要讲基督教的
“原罪”说和基督赎罪说，与上帝教“神人同形”“天父天兄下凡”的核心教义并不相悖，得以保留。
可见，《干王洪宝制》所载五篇文章，除开篇《颁新政諠谕》是即时新作，其他四篇都曾收录于手抄本
《资政新篇》。艾约瑟提及《资政新篇》收入的数篇《赞美诗》来源于麦都思翻译为中文的《养心神
诗》，1856 年经王韬、洪仁玕修订改译为《宗主诗篇》。《赞美诗》在刊行本中被洪秀全删除，但《钦
定军次实录》中有《赞颂诗章》一首和《諠谕民众》二首，经查均出自《宗主诗篇》。⑤《关于上帝》论
及“三位一体”“上帝纯灵”和上帝是否可称“真神”的称谓问题，因违背上帝教教义，被洪秀全完全
删除。洪仁玕告诉艾约瑟“天王已亲自修订了此书，并批准将它付印。他所修改的主要是论及上
帝无形的段落。凡是提到上帝无形的文字都已被天王删除”，而且“天王不同意改变他已经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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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的介绍参见 James Legge，“Aids to Government，a New Collection of Essays，from The Heavenly Kingdom of Great
Peace，”The Overland Ｒegister and Price Current，Aug. 25，1860。艾约瑟之翻译，见 The North-China Herald，Vol. Ⅺ. ，No. 522，July
28，1860;“Extracts from The New Work By Kan-Wang，Cousin of The Insurgent Chief，”The North-China Herald，Vol. Ⅺ. ，No. 524，
Aug. 11，1860; “Extracts from The New Work，”Supplement to The North-China Herald，Vol. Ⅺ. ，No. 525，Aug. 18，1860。杨笃信的
介绍参见“The Insurgents，”Supplement to The North-China Herald，Vol. Ⅺ. ，No. 522，July 28，1860。

《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772—774 页。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720—723 页。
《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700—708 页。
《钦定军次实录》，《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783—7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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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直在天朝书籍和文件中沿用的措辞”。① 由手抄本比较刊行本，可知手抄本《资政新篇》同《干
王洪宝制》一样，是单篇文章的结集，关于基督教的内容约占半数篇幅，宗教色彩非常浓厚。这些
宗教内容在刊行本中几乎全被删除，或另行收录于《干王洪宝制》。目前所见《干王洪宝制》，藏剑
桥大学图书馆，封面无纹饰、无刊刻年份，无“钦定”字样，无“旨准颁行”朱印，可能并没有得到天王
的正式认可，仅是作为洪仁玕的个人作品刊行。洪秀全删改后的《资政新篇》成了以介绍西方新知
识和政策建言为主要内容的意见书。刊行本《资政新篇》之基督教色彩虽较手抄本被较大地弱化，但
据前述，其仍能彰显建立以上帝信仰为核心价值观的旨趣，恰恰印证了《资政新篇》的这一宗教面相。

洪仁玕离港之际，曾向传教士许诺纠正太平天国宗教的错误，彻底实行与外国修好的政策。②

因此，在主政之初，洪仁玕对上帝教教义的修订和补充是新政改革的重要内容。③ 洪仁玕曾试图直
接和洪秀全讨论宗教问题。如关于东王异象，洪秀全不允许对之提出质疑，当洪仁玕不相信东王异
象并表示反对时，洪秀全便大为不快。再如关于基督的“神性”，洪仁玕的观点与正统基督徒一致，
并认为洪秀全是错误的，其看法是有缺陷的。④ 但宗教毕竟是太平天国的精神支柱和立国之本，洪
秀全视之为禁脔，绝不允许他人改弦易辙。出于对洪秀全的“臣道弟道”，洪仁玕在大多数时候只
能以温和曲折的方式、谨慎暧昧的态度，尝试淡化、缩小上帝教与基督教的歧异。在与《资政新篇》
几乎同时期撰写的《己未九年会试题》和大约在稍后的 1861 年刊行的《钦定英杰归真》《钦定军次
实录》《钦定士阶条例》中，洪仁玕仍委婉、隐晦地保留了一些与洪秀全宗教思想相异的表述。可知
他始终没有放弃上帝纯灵、三位一体、基督赎罪等基督教的中心教义。他虽然承认洪秀全所见幻象
是上帝的启示，承认天父天兄天王下凡和《真约》的权威，但他对洪秀全的幻象的解释持保留意见，
多次表述天王“魂见天父”“魂尚高天”“魂游天堂”而非肉体，他没有把杨秀清作圣灵的直接表述，
从未承认存在“天母”“天嫂”和“上帝小家庭”。这是洪仁玕与天王关系相处的一种折中之道。

为了获得他那位脾气暴烈的族兄天王的认可和接受，洪仁玕只能向天王婉转地讲述这一切。
洪仁玕的目的是在不触及太平天国正统性合法性的框架内实现基督教和上帝教的普遍价值观并
存。在《干王洪宝制》以及日后洪仁玕创作的文章中，再也没有出现手抄本《资政新篇》那样长篇大
论“三位一体”的文字。刊行本《资政新篇》“风风类”最后有这样一段话: “上帝是实有，自天地万
有而观，及基督降生而论，是实有也。盖上帝为爷，以示包涵万象;基督为子，以示显身，指点圣神上
帝之风亦为子，则合父子一脉之至亲，盖子亦是由父身中出也，岂不是一体一脉哉! 总之谓为上帝
者，能形形，能象象，能天天，能地地，能始终万物，而自无始终，造化庶类，而自无造化，转运四时，而
不为时所转，变通万方，而不为方所变。可以名指之曰:‘自有者’，即大主宰之天父上帝、救世主如
一也。盖子由父出也，视子如父也。”⑤ 洪仁玕先是承认上帝与基督、圣神上帝之风为“实有”以及
彼此间的父子关系，然后指出子由父出、视子如父、父子一脉。这已是比较委婉地解释“上宝”“三
位一体”论。至于上帝是否有具体形象，洪仁玕没有明说，但他言上帝“始终万物”“转运四时”“变

06

①

②
③

④
⑤

“A Ｒeport by Ｒev. Joseph Edkins，”in Prescott Clarke and J. S. Gregory( eds. ) ，Western Ｒeports on the Taiping: A Selection of
the Documents ( London: Groom Helm Ltd．，1982) ，pp. 243 － 244.

邓元忠:《美国人与太平天国》，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 1983 年版，第 97 页。
洪仁玕在关于上帝观念、三位一体论和宗教仪式等方面试图对上帝教教义进行修订和补充。参见夏春涛《天国的陨落:

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 296—304 页。《资政新篇》此前多被视为近代化( 现代化) 的一环，夏春涛的研究也多次称赞《资政新
篇》的“近代化”意义，但同时指出其宗教性质浓厚，说明其思路并非后世意义上具有世俗性的“近代化”。虽然启蒙思想、近代化
概念和基督教神学在西欧是对立的，但新教传教士刻意将英美等国塑造为基督教国家以捆绑宗教和近代文明，而洪仁玕以基督教
新教为媒介开眼看世界，他的主观意识已将纯粹的基督教国家和英美式的近代化道路等同起来。

Prescott Clarke and J. S. Gregory( eds. ) ，Western Ｒeports on the Taiping，p. 241.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 16 册，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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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万方”，似暗指上帝纯灵。这段论说相对隐晦，且是为了说明“若讳此名，则此理不能彰矣”，试图
纠正“上帝避讳”论，还未触及洪秀全的思想禁区，所以未被删除。至于明确讲出“三位一体为宝”
一句则很可能是漏网之鱼。而“上帝之名永不避讳”这段话原在抄本“法法类”，送洪秀全审阅时，
被移置于“风风类”末，显然是洪秀全为将《资政新篇》塑造为一篇比较纯粹的方略书而作的调整。
过去有论者批判《资政新篇》的宗教色彩，既忽略了洪仁玕以宗教为媒介睁眼看世界的特殊经历，
也对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和立国的历史实际缺乏认识，不了解《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新政改革
的构划书同时承担着改造上帝教教义的重任。

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手稿逐字审阅，加批阅 31 条。尔后下诏“此篇付镌刻官遵刻颁行”。
对《资政新篇》的批阅、刊行反映了洪秀全思想的些许变化。其中，洪秀全表示认可的有 27 条，暂
缓实行的 2 条，表示反对的 2 条。对洪仁玕所拟写的大部分建议表示赞同，说明后期的洪秀全并非
一味的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洪仁玕曾对艾约瑟说:“引进欧洲的先进东西( 如铁路、蒸汽机之类)
的主张，尤其博得了天王的极大赞同。”① 而且对之有所弃取，说明洪秀全经过了认真思索。针对
洪仁玕的“勿杀”论，洪秀全反驳说:“爷令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爷诫勿杀是诫人
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针对洪仁玕提议设新闻官和准卖新闻篇( 不别上下的使用新
闻报道) 或暗柜，洪秀全认为: “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②

这几条提议明显与当时残酷的战争形势不相协调，反映了两人认识上的差异。在借鉴西方的态度
上，洪秀全比清朝皇帝相对开放和包容，太平天国“用夷之道，还施于彼”的实践也几乎与清方阵营
同步。③ 但对世界大势和西学潮流的认知和兴趣，洪秀全还远不能和洪仁玕相比。他几乎逐条批
阅了“以法法之”的 29 条建议，或赞同，或表示暂缓，其中只对“朝廷考察”“兴保人物之例”“准富
者雇工并禁买卖人口”“立丈量官”4 条不置可否，说明洪秀全对这些内容缺少足够的认识，并没有
考虑清楚。对表示认可的内容，洪秀全也只是批示“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是也”“是”，而绝
大多数批“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洪秀全对这些内容还比较陌生。④ 我们只能说洪秀全通过《资政
新篇》学习了解到这些反映时代潮流的新事物、新思想，对它们有所认可、不排斥，持包容开放的态度，
但和发生思想转型尚不能同日而语。洪秀全在阅读时对一些提议萌生了可以施行或将来可以施行的
想法，与立即引进或作为施政纲领，还不能对等起来。我们不宜过高估计洪秀全所能达到的思想
高度。
《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洪仁玕和洪秀全对未来社会具体治理方略的不同取向。

《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的纲领。他设计的是一个理想化的古代大同模式的农本社会，取消一切
私有财产和商业活动，“天下人人不受私”，“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⑤ 而洪仁玕在《资政新篇》
中精心描绘的是一幅开放的工商社会的治理蓝图，在经济上提倡发展私有经济，学习资本主义经营
方式和先进技术，允许贫富差别的存在。这两者在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方面的构划是对立的。但
洪秀全似乎没有意识到，更可能是不在意两份文件彼此间在具体构划上的歧异。1860 年以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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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Prescott Clarke and J. S. Gregory( eds. ) ，Western Ｒeports on the Taiping，pp. 245 － 246.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 16 册，第 16、21 页。
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 2 册，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九日，第 640 页。
参见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 309 页。洪秀全对其熟悉的宗教领域，从不吝惜文字，参见《天王洪

秀全手批艾约瑟撰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物》，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 页。洪
秀全批解《钦定前遗诏圣书》也反映出这个特点，参见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一) ，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1—369 页。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上，第 409、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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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军夺取苏南和浙江大部分地区，洪秀全几乎在同期重新刊刻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
篇》。①《天朝田亩制度》仅据后期官制作了一些技术性修订，《资政新篇》仅据避讳制度以及宗教
思想和对外观念变化作了个别字词的订正，在内容上基本没有变动。太平天国与传统农民起义不
同的地方主要是它鲜明的拜上帝宗教意识，洪秀全更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以他手创的上帝教控制国
家的方方面面，即确立独尊上帝的一元意识形态。

在这个根本旨趣上，《资政新篇》和《天朝田亩制度》是一致的。第一，洪仁玕提出强化中央集
权的制度设想，从“禁朋党之弊”到“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包括颁布《立法制諠谕》，这和洪秀全毕
生致力追求的权定于一尊的专制政体相吻合。第二，洪仁玕并没有提到西方政教分离的体制，也没
有反对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制度。尽管他曾建议允许外国牧司入境传教，但这也是为使国人尽快
独尊上帝，皈依上帝教，服从上帝统治。当洪秀全和洪仁玕意识到传教士来太平天国传播基督教教
义可能对他们自己的拜上帝信仰造成危害时，便立即中止了之前的友好许诺。② 正因为认识不到
西方基督教国家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剥离的现实，洪仁玕才会认为只要太平天国调整对外政策、
改变对外态度就可以获得列强的好感和支持。③ 第三，洪仁玕与洪秀全均秉持摧毁传统宗教、反对
偶像崇拜的思想，不容许其他宗教宗派的存在。但在具体行为上，洪仁玕远不如洪秀全的态度激进
暴力。洪仁玕建议，对庙宇寺观，不是或烧或毁了事，而是用之为医院、四民院、学馆、礼拜堂等公益
事业，对僧道、九流，迫其归于正业，使之有益于民生实事。在对待儒学上，洪仁玕明确反对焚禁古
书。④ 第四，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通过介绍世界大势和比较各国历史，构建了拜上帝的世界历史
观，而洪秀全在《三字经》等著作中塑造了拜上帝的中国历史观，他们在论证拜上帝与否和国家兴
衰的关系上结论一致。

总之，《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在设计太平天国的根本制度方面有着脉络相承的关系，
如中央集权、政教合一、独尊上帝。洪仁玕和洪秀全都设想建立一个以上帝教为核心信仰的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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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资政新篇》现存 3 本: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本、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藏本及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藏本。笔者曾比对英国
藏两本原书，系同一版本。上海文管会刊本年代应该最晚。因现存 3 本《资政新篇》内容上完全相同，仅极个别用词不同，本文使
用和辨析的是《太平天国印书》影印的上海文管会本。另据洪仁玕与艾约瑟在苏州之问答，《资政新篇》除天京刊本外，忠王还答
应在苏州印刷此书。可知《资政新篇》还有其他刊本，但均已佚失。因各本《资政新篇》封内上署“九年新镌”，过去均认定《资政新
篇》初刻于己未九年，不确。洪仁玕对艾约瑟讲，1860 年 8 月初“天王已修订此书并批准付印”，可知此时还只有手抄本。见
Prescott Clarke and J. S. Gregory ( eds. ) ，Western Ｒeports on the Taiping，p. 244。又据 1861 年 5 月 1 日赵烈文日记，他已看到《资政
新篇》刊行本。参见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 2 册，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第 576 页。所以《资政新篇》初刻本正式刊行于
1860 年 8 月至 1861 年 4 月之间。

1861 年 2 月洪仁玕劝慕维廉暂缓在周边乡村布道，不要在这件事上求助他。A Letter from Ｒev. W. Muirhead，in Prescott
Clarke and J. S. Gregory ( eds. ) ，Western Ｒeports on the Taiping，pp. 256 － 257. 1861 年 12 月洪仁玕告诉郭修理不要来这里传教，天
王不允许其他教义存在。S. Y. Teng，The Taiping Ｒ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181.

太平天国反侵略思想的形成历程是滞重、曲折而惨痛的。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接受了近代外交思维的洪仁玕、处理
洋务颇多的李秀成，他们都是通过一连串惨痛的教训，才逐渐洞察到列强虚诈险恶的用心。洪仁玕后来一改对西方世界的钦慕，
将“鞑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作为天国败亡的原因。《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
平天国》( 二) ，第 412 页。天京沦陷前夕，洪仁玕对英国人纳里斯愤然表示从未遇到一个品性良好的外国人。Statement of Patrick
Nellis，in Prescott Clarke and J. S. Gregory ( eds. ) ，Western Ｒeports on the Taiping，p. 415. 李秀成被俘后向曾国藩进言“欲与洋鬼争
衡”，“要防鬼反为先”。《忠王李秀成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二) ，第 398 页。1862
年太平天国照会英国，声明“将为上帝光复全国疆土”“碍难弃寸土于不顾”。J. J. O'Meara ( ed. )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Vol. 32 (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 ，p. 208. 众人异口同声，字字血泪，可谓切肤之痛。此后19 世纪70—90 年代
的边疆危机，验证了洪、李二人的预言。

《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766、7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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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现“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①，“以顶天父、天兄纲常，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② 因此
学习和借鉴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因素是洪秀全完全允许的。这也是一位农民知识分子
出身的太平天国最高领袖何以会赞同洪仁玕那份崭新方案的根源。

过去有学者认为《资政新篇》丝毫不触及农民最关切的土地问题，故而不能得到农民阶级的支
持。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结语部分特意表明，他所条陈的诸项建议是“古所无者”“前古罕有者”，
所以称之为“新”篇，以符“开新朝必颁新政”。③ 为了突出这个特点，洪仁玕只能对天国大政有所
取舍。《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发行量很少，是少数上层人士才得见的内部文件，但它以“诏书”形式
旨准颁行，以“制度”冠名，文末有“钦此”二字，表明乃是洪秀全的旨意，具有法定意义。此纲领从
未废行，又一再刊刻( 至少有天历癸好三年、甲寅四年、庚申十年以后刊行的三个版本) 。此后不
久，太平天国颁发《制度则例集编》，列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其中包括田赋之制，“男子十六岁以
上，每丁耕田十亩”。④ 这仍是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基本精神与《天朝田亩制度》一致。土地制度
既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洪仁玕自无复提之必要。其实，在洪仁玕设想效仿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已不是社会的核心要素，但在像中国这样的农本大国，解决占人口绝大
多数的农民问题及土地问题，是实现社会转型的前提。

有学者认为《资政新篇》是洪秀全授意洪仁玕所作，洪秀全的批示表明他基本接受了近代先进
的思潮，《资政新篇》是继《天朝田亩制度》后太平天国的第二个纲领性文献，而且还准备付诸实施。
甚至有人预言，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将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类判断不符合洪秀全的思想实
际。洪秀全并不完全赞同《资政新篇》的方略，特别是在宗教要义上有令他反感的内容。洪仁玕在
结语中说:“因又揣知圣心图治大急，得策则行，小弟诚恐前后致有不符之迹，故恭录己所窥见之治
法，为前古罕有者，汇成小卷，以资圣治，以广圣闻。”⑤ 可见，洪仁玕虽是按制定“为邦大略”“政治
大略”( 治国纲领) 的初衷进行撰写，但乃因揣知天王图治之急情而作，“急欲载阳献曝”⑥，或“有不
符之迹”，仍需“恭献圣鉴”，由天王裁定。他对洪秀全能否认同他的建议比较担心。因此他将这份
文件定性为“方策”( 建议书) ，也就是治国纲领的雏形。一份文献，具有纲领性，和成为“纲领”或
“纲领性文献”性质不同。还不能将这份并不被洪秀全完全认同的建议书、参考文献上升到纲领或
纲领性文献的地位。⑦

结合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膨胀的皇权主义思想和偏执的宗教思想，他在经国理政方面很难有

3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上，第 409 页。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 16 册，第 13—14 页。
《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700 页。
谢绥之:《燐血丛钞》，《太平天国史料专辑》( 《中华文史论丛》增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06 页。按，原文作

《天朝制则例》，从内容看应是已佚失的《钦定制度则例集编》。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 16 册，第 22 页。
《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701 页。
“旨准颁行诏书”制度于天历癸好三年始行，于卷首列“书目”( “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是天王批准出版的“诏书”目录) ，钤

“旨准”印。庚申十年末至辛酉十一年，“书目”制度逐渐废弃。“诏书”是宣示天父天兄天王之道的书，只有天父天兄天王幼天王
和天父代言人东王发布的书，才能称为“诏书”。有些文献若以“钦定”为题，无论是否由个人署名发布，亦可视为典制，如《钦定制
度则例集编》《钦命记题记》《钦定功劳部章程》《钦定士阶条例》《钦定敬避字样》等。《资政新篇》既不是“诏书”，又未以“钦定”
为题，只能说是洪仁玕以天国首辅身份以“諠谕”名义发布的一份重要文件。《干王洪宝制》《钦定军次实录》《钦定英杰归真》等书
中均有干王“諠谕”，又经“钦定”，我们显然不能把它们称作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献，何况洪仁玕的声望权势均无法和昔日的东王
杨秀清相比。即使已获天王旨准颁行，也并非“诏书”。固然有天王批语，也未达到“钦定”的地位。换言之，《资政新篇》不是太平
天国最高法意义上的“纲领”。关于“诏书”和“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2—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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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故鼎新的大作为。而《天朝田亩制度》宣扬的“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经济原则和“天
王主断”的专制体制才符合洪秀全的兴趣。面对日益加剧的危机，洪秀全寄希望于曾在起兵之初
宣传的患难与共的精神，以激励将士团结战斗，改变人心离散的危局。《天朝田亩制度》的“老药
方”或许更有效，其中规定的“功勋等臣世食天禄”曾对天国官员士兵产生激励效应，“田产均耕”的
宣传曾对农民起到动员作用。洪秀全重刻《天朝田亩制度》，立意是向新附民众表明该制度仍是太
平天国的施政纲领。重印《资政新篇》也无法表明洪秀全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资政新篇》
学习英美的变革建议不可能引起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高层的足够兴趣和重视。

至于太平天国群臣，后期太平天国权力下移，渐成内轻外重之势。一些手握兵权的高级将领拥
兵自重，各自为政，不时掣肘中央，成为推行新政的阻力。洪仁玕曾对容闳表示:他是孤立的，没有
人支持他来付诸实施。诸王都出征在外，任何一项措施，都必须经过多数人同意后才能实行。在其
他人回来以前，一切不能决定。① 而洪仁玕根底浅、声望低，又缺乏杨秀清的铁腕手段和权谋之术，
不足以使上下一心，翕然从风。而且他是天王族弟，迅速擢拔，遭到朝内军中勋旧的嫉妒。洪仁玕
对来访的英国领事官富礼赐( Ｒobert J. Forrest) 说，一般有军功的王对他常待在天京都非常嫉妒，他
甚至要被迫带兵出征，各王不尊重其权威，他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② 像李秀成对洪
仁玕“所编各书”，“皆不屑看”，遑论会支持洪仁玕推行新政了。③ 李秀成在供词中对洪仁玕明显
流露出不屑:“封过后未见一谋”，“初来封长，又冇( 没有) 才情”。④ 洪仁玕失去了拥有军队和地盘
的地方实力派支持，其新政的推行便力不从心。上海之役失败后，洪仁玕在朝中的地位下跌，洪秀
全对他也不再信赖，1861 年 2 月 5 日洪仁玕被剥夺了首辅职位，几天后又被排挤出朝，奉诏出京催
兵救援安庆。⑤ 后来在激烈的朝内党争中，洪仁玕出于对洪氏的忠诚和血缘亲情，一味迁就、服从
天王，偏袒王长兄、次兄，与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等地方实力派矛盾愈深，派系斗争成了他后来
政治生涯的主旋律。洪仁玕的新旧思想此消彼长，原先的闪光思想逐渐被忠君、迂阔、保守的思想
所取代，那些切中时弊、富有时代气息的政见逐渐被洪秀全的政治和宗教主张所同化。面对积重难
返的太平天国，洪仁玕主政之初那种革故鼎新的壮志豪情逐渐消散，《资政新篇》设计的美好蓝图
被束之高阁成为必然。

结语

19 世纪中叶，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姚莹的《康
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主要是从史地人文的角度介绍世界大势。这些早期的先进人
物、代表作品、进步思潮，揭开了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序幕。然而在解答学习西方什
么、学习西方哪些国家、为什么学习西方、怎样学习西方等问题上，早期的经世派没有作出系统回
答。后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兴办的洋务事业，以“自强”相标榜，其视野则局限在“师夷长技以
制夷”的命题范畴。

比较而言，《资政新篇》倡言除旧布新、顺应时势，深刻系统全面地揭示了向西方( 向英美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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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邦) 学习、看齐的时代命题，所涉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堪称
当时国内最为先进完整的社会治理方略。毋庸置疑，《资政新篇》标志着将近代国人向西方学习推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 19 世纪 60 年代之前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最高水准。容闳到过
天京，他盛赞洪仁玕“见闻稍广，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见识，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
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① 富礼赐认为“在南京诸王之中，干王是独一无二的人
物”。② 1861 年，曾国藩的机密幕僚赵烈文读过《资政新篇》后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
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③ 无论是“西体西用”，
还是“中体西用”，都说明学习和借鉴西方，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积弊，是敌对阵营内有识之士的共
识，是一种因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思潮。

即使是 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早期改良派，其思想之系统和深度也未必全然超越洪仁玕。直
到 1898 年，洋务派张之洞的《劝学篇》，维新派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铨》还在讨论中学、西学何为
“体”，何为“用”的问题。当洋务派倡议修铁路、开矿藏时，顽固守旧者纷纷指责其破坏风水龙脉，
而洪仁玕早就表达过“勿得执信风水”“动言风煞”的意见。容闳评价太平天国:“太平军一役……
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
国家之思想。”④ 所谓“新国家之思想”，主要是指《资政新篇》提出了全面系统地向西方学习的社
会治理方略，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 责任编辑: 薛刚)

《清代理藩制度研究》
赵云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168 元

清代理藩制度是清政府对统称为"藩部"的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体系性管理的总称。理藩制度内容丰富，历史作用明显，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课
题，具有突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意义。赵云田新著《清代理藩制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
指导，以档案等资料为基础，构建清代理藩制度的体系，并进行详细阐述。全书分为 12 章，共计 60 余
万字，对清代藩部形成、理藩机构、军府制度、典章与刑罚制度、社会制度、封爵制度、朝觐制度、驿站与
卡伦制度、藏传佛教制度、备指额驸制度、清末藩部新政改革、理藩制度的历史作用与局限性等 12 个专
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该书在体例安排上，借鉴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每一章都包括
主要资料、研究现状以及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见解。这样安排不仅能使专业研究者，而且也能使广
大读者在短时间内了解相关问题全貌，进而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该书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
清代边疆政策的代表性作品，填补了清代边疆制度史研究的空白，对清史研究、中国民族史研究具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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